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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且在区域间显著失衡。本文

建立了一个基于广义可加型偏好的多部门多地区一般均衡模型,在理论上和定量上研究了劳动生

产率对中国区域结构转型的影响。模型中服务业比重变化可以被分解为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导

致服务业比重扩大的工农业鲍莫尔病效应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服务业比重缩小的服务业

鲍莫尔病效应,服务业发展是这两个影响方向相反的鲍莫尔病效应相减的结果。在使用中国省级

数据估计模型参数的基础上,对模型的数值模拟较好拟合了中国各地区服务业发展趋势。反事实

模拟表明,工农业鲍莫尔病和服务业鲍莫尔病的影响均非常显著,且影响程度存在区域性差异,从

东部地区、中部和东北地区,再到西部地区,工农业鲍莫尔病的影响逐渐减弱,服务业鲍莫尔病的影

响逐渐增强。基于这些结论,本文为中国通过加快提升服务业比重推动结构转型升级、缩小区域发

展差距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具体政策建议。
关键词:结构转型 鲍莫尔病 服务业 劳动生产率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持续变迁,呈现出多数国家普遍发生的库兹涅茨事实:农业比重持

续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工业比重相对稳定且近年来也开始下降。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

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江小涓,2011)。图1给出了全球各经济体服务业产出比重和人均GDP的对

比。其中,服务业产出比重数据和人均GDP数据分别来自联合国数据库和PennWorldTable9.0,
全球平均趋势使用了服务业增加值对人均GDP对数值的二次拟合值。可以看到,尽管中国最近十

年来服务业快速发展,当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已经超过50%,与全球平均水平的差距也有所缩小,但
服务业比重始终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同时,区域间服务业的比重也存在显著差异。2018年服

务业就业比重最低的4个省级地区的服务业就业比重低于35%,而北京、上海和天津均高于60%;
服务业产出比重的地区差距相对较小,但比重最高的北京也比最低的4个省级地区高40%左右。严

成樑(2016)指出,中国省级地区之间产业结构差异非常显著;唐保庆等(2018)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中
国服务业增长的区域失衡现象越发严重。区域间结构转型的推动力量是否存在差别,加快发展服务

业是否应当考虑区域的不同特点? 这些问题对于中国通过加快提升服务业比重推动结构转型升级、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建立了一个多部门多地区一般均衡模型,在需求方面引入了广义可加型偏好,来模拟整个

经济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产品需求。模型中服务业比重变化可以被分解为工农业部门和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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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服务业产出比重与人均GDP对数值

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当服务业和工农业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较低时,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会导致服务业就业比重下降,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导致服务业就业比重上升,这体现了

Baumol(1967)提出的鲍莫尔病效应,本文分别称为服务业鲍莫尔病效应和工农业鲍莫尔病效应。因

此,服务业的发展是这两个影响方向相反的鲍莫尔病效应相减的结果。
本文使用中国省级地区的宏观经济数据,定量评估了服务业鲍莫尔病和工农业鲍莫尔病对服务

业发展的影响。本文首先基于结构化方程使用面板回归方法估计了模型关键参数。之后利用各地

区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市场摩擦因子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数值模拟,发现模型较好地拟合了

各地区服务业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利用反事实模拟方法,本文发现各省级地区服务业鲍莫尔病显

著降低了服务业比重,影响范围基本在15~30个百分点之间;工农业鲍莫尔病显著提高了服务业比

重,影响范围基本在25~40个百分点之间。各地区服务业鲍莫尔病和工农业鲍莫尔病的影响程度

也存在明显区别,从东部地区、中部和东北地区再到西部地区,工农业鲍莫尔病的影响逐渐减弱,服
务业鲍莫尔病的影响逐渐增强。

二、文献综述

结构转型是指生产活动在产业部门之间的再配置过程,在多数国家通常呈现出所谓的库兹涅茨

事实,即随着经济发展,一个国家普遍经历农业比重逐渐下降,服务业比重逐渐上升,工业比重先上

升后下降的转型过程。什么经济力量推动了结构转型并塑造了库兹涅茨事实? 最近十余年围绕着

这一问题,宏观发展经济学领域涌现了大量研究,目前已经形成了供给侧理论和需求侧理论两个比

较成熟的理论,在定量方面也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
(一)关于结构转型动因的供给侧理论

影响结构转型的供给侧理论强调了供给侧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和劳动增长等因素对结构转型的

推动作用。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这些因素在供给侧改变了生产成本,导致了不同生产要素的相

对价格或不同产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从而推动了结构转型。这一经济机制通常也被称为供

给侧的“推式”理论。
关于技术进步的影响,Baumol(1967)首先提出一个产业的技术进步会扩大该产业的相对产出,

进而降低其产品的相对价格,反而会导致产业比重的下降。也就是说,技术进步更快的产业的比重

反而会下降。这一经济机制被称为鲍莫尔病效应。Ngai&Pissarides(2007)为鲍莫尔病效应构建

了一个标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发现产业技术进步导致产品相对价格下降,该产业的产品会去替

代其他产业产品,但当产品之间替代弹性较低时,其产品的实际数量并不会显著上升。最终,在该产

业的产品上的支出比重反而会下降,从而降低该产业比重,此时就会出现鲍莫尔病效应。反之,当产

品之间替代弹性较高时,鲍莫尔病效应就不会发生。
—08—



除了技术进步外,Acemoglu&Guerrieri(2008)提出资本深化也是供给侧影响结构转型的重要

因素。他们提出伴随着资本深化过程,资本要素相对劳动要素的价格会下降,于是资本密集型产业

的生产成本就会相对更大幅度的下降,其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下降。如果产业部门之间的产品替代

弹性较低,那么经济活动就会由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原理和鲍莫尔病效应是一

致的。Alvarez-Cuadradoetal(2017)进一步提出,资本深化还会使得产业内部用资本去替代劳动,
产业内部资本和劳动替代弹性越高,这种影响就会越强,导致该产业的就业比重下降,从而推动结构

转型。Juetal(2015)认为资本深化过程会导致更加密集使用资本的行业不断形成和发展,从而持续

提高整个经济的资本密集度。如果资本深化能够影响结构转型,同理,作为另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
劳动增长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Leukhina&Turnovsky(2016)提出,劳动供给的快速增长导致劳动

相对工资下降,劳动就会从与其他要素互补性更强的农业部门流向与其他要素替代性更强的非农业

部门。
(二)关于结构转型动因的需求侧理论

影响结构转型的需求侧理论强调了需求侧需求结构变化对结构转型的拉动作用。这一理论的

核心观点认为需求结构直接影响了不同产业的产品相对需求,导致了生产活动集中于产品相对需求

更高的产业,从而拉动了结构转型。这一经济机制通常也被称为需求侧的“拉式”理论。
这一理论首先集中在消费结构的分析上。Kongsamutetal(2001)提出,消费偏好的特点是农产

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小于1,服务业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因此,伴随着收入增长,对农业产出的相

对需求就会下降,农业比重随之降低;对服务业产出的相对需求就会上升,服务业比重随之提高。

Kongsamutetal(2001)使用经典的Stone-Geary型非位似偏好刻画了这一经济机制,但这一偏好的

性质使得随着收入增长,该经济机制的影响自动减弱。之后Foellmi&Zweimuller(2008)、Boppart
(2014)、Cominetal(2020)先后采用了其他形式的效用函数来刻画非位似偏好。

除了消费需求外,Matsuyama(2009)提出国际贸易背景下的外需变化也是影响结构转型的重要

因素。因为一个国家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会降低工业品相对价格,形成比较优势,从而扩大国际市

场对该国工业品的需求。于是该国的工业部门就会扩张,鲍莫尔病效应可能就不会成立。Uyetal
(2013)把李嘉图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模式引入结构转型模型中,利用韩国结构转型的数据验证了

Matsuyama(2009)提出的理论机制。之后Swiecki(2017)把 Uyetal(2013)的两国模型拓展到了多

国模型,Sposi(2019)又进一步引入了不同国家中间品产出弹性的差异性。
最近一些研究表明,投资结构与消费结构存在明显差别,也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Guoetal

(2017)构建了一个包含内生投资结构的结构转型模型,指出投资结构变化是影响高投资率国家结构

转型的重要因素。Herrendorfetal(2018)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探讨了包含投资结构的结构转型模

型的动态性质。
(三)关于中国结构转型动因的定量研究

在最近十余年上述理论研究的推动下,结构转型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标准的研究范式,很多研

究利用这一范式对中国结构转型过程展开了定量分析。除了技术进步在中国结构转型过程中发挥

重要影响之外,现有研究还发现市场摩擦、政府政策和需求结构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市场摩擦方面,盖庆恩等(2013)、Cao&Birchenall(2013)发现,农业向非农业的劳动转移成

本对中国农业转型和生产效率提高产生了重要影响。郭凯明等(2017)把劳动力市场摩擦的影响引

入到开放经济框架,发现依然对中国结构转型有着重要影响。除了劳动力市场摩擦外,Cheremukhin
etal(2015)进一步引入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摩擦,定量考察了这些市场的扭曲程度降低对中国农业

向非农业转型的影响。Tombe&Zhu(2019)发现中国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摩擦对国内和国际贸

易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进一步推动了结构转型和生产率提高。
一些市场之所以存在摩擦,可能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相关。因此,一些研究直接关注政府政策

的影响。Dekle&Vandenbrouke(2012)提出政府降低税率缩小规模有助于促进资本积累,而由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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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全部由非农业部门生产,政府规模缩小就会推动中国结构转型。Ngaietal(2019)发现中国户籍制

度和土地制度抑制了农业劳动力的流出,导致了农业过度就业,也阻碍了工业化过程。郭凯明、王藤

桥(2019)提出,中国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了不同产业生产率,加之基础设施本身又更需要工业

部门生产,这对工业和服务业的相对比重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经济发展除了市场存在摩擦和政府影响较大外,投资率相对较高也是一个较为显著的特

征。郭凯明等(2018)发现中国高投资率扩大了对非农业部门产品的相对需求,显著影响了农业向非

农业的转型过程。颜色等(2018)使用数据直接估计了中国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并量化了需求结构

变迁对中国结构转型的影响。
本文研究属于中国结构转型动因的定量研究,创新之处是把广义可加型偏好引入到结构转型模

型中。这一偏好可以构建出易于估计的结构化方程,从而能够使用数据直接估计模型参数,这就有

助于更准确量化地区结构转型的动因。在比较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结构转型的定量研究中,Duarte
&Restuccia(2010,2019)、Cai(2015)、Samaniego&Sun(2016)、Ungor(2017)等均是在参数校准后

进行定量分析,并没有直接估计偏好。Herrendorfetal(2013)估计了美国的Stone-Geary型非位似

偏好,但是没有对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进行比较分析。Cominetal(2020)使用跨国数据估计了非位

似常替代弹性偏好,是与本文最接近的研究。但是与之不同的是,本文采用形式上更加简洁、定量上

更易于估计的广义可加型偏好来定量分析结构转型动因,发现这一偏好可以较好再现中国区域结构

转型过程,并由此量化了鲍莫尔病效应在不同地区的影响,这是本文对结构转型定量研究的边际

贡献。

三、模型构建与分析

(一)模型构建

这一部分建立了一个多部门多地区一般均衡模型,生产方面分为多个地区,每个地区均包括工农

业和服务业两个部门,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①。用下标j∈{1,2,…,J}区分不同地区,下标{s,n}分
别表示服务业和工农业。

需求方面引入广义可加型偏好,来模拟整个经济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产品需求。可加型偏好

由Frisch(1959)首次提出,之后在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具体地,假设效用函数满足:

∑
J

j=1βj μj
C1-αssj

1-αs
+(1-μj)

C1-αnnj

1-αn
[ ] (1)

其中,参数αs>0和αn>0为常数,βj>0为常数,μj 和(1-μj)分别为对每个地区服务业和工农

业产品需求的相对权重,变量Csj和Cnj分别表示地区j的服务业和工农业的产品消费数量。
用Psj和Pnj分别表示服务业和工农业的产品价格,E 表示总支出。于是,预算约束方程为:

∑
J

j=1
(PnjCnj +PsjCsj)=E (2)

求解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得到不同产业的产品需求,满足:

μj

1-μj

Cαnnj

Cαssj
=Psj

Pnj
(3)

生产方面每个地区的服务业和工农业分别由一个代表性企业在完全竞争市场下雇佣劳动进行

生产,采用线性生产技术:Ysj=AsjLsj,Ynj=AnjLnj。其中,变量Ysj和Ynj分别表示地区j的服务业和

工农业的产出,Lsj和Lnj分别表示服务业和工农业使用的劳动力,Asj和Anj分别表示服务业和工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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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生产率。
用Wsj和Wnj分别表示地区j服务业和工农业的劳动工资。工资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部门间可以

存在差异,这体现了劳动力市场摩擦。用劳动力市场摩擦因子ξj=Wsj/Wnj来衡量劳动力市场摩擦程

度。求解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可以得到关于劳动力的一阶最优性条件:Wnj=PnjAnj,Wsj=PsjAsj。
两式相除,可得:

Psj

Pnj
=ξj

Anj

Asj
(4)

用Lj 表示地区j的总就业人数,则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为:Lsj+Lnj=Lj。产品市场出清条件

为:Ysj=Csj,Ynj=Cnj。
(二)模型分析

由生产函数和产品市场出清条件易知:

Csj

Cnj
= AsjLsj

AnjLnj
(5)

将式(4)(5)代入式(3),可以得到:

μj

1-μj

(AnjLnj)αn
(AsjLsj)αs

=ξj
Anj

Asj
(6)

用lj=Lsj/Lj 表示地区j的服务业就业比重,由式(6)进一步计算得到:

(1-lj)αn
lj

αs =1-μj

μj

ξjAsj
αs-1

Anj
αn-1Lj

αs-αn (7)

用δj=PsjYsj/(PsjYsj+PnjYnj)表示地区j的服务业产出比重,可以计算得到:

δj = ξjls

ξjlj+(1-lj)
=

[μj/(1-μj)](Asjlj)1-αs
[μj/(1-μj)](Asjlj)1-αs +[Anj(1-lj)]1-αnLαs-αnj

(8)

给定每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Asj、Anj,劳动力市场摩擦因子ξj 和劳动力供给Lj,式(7)(8)共同给

出了服务业就业比重和产出比重。可以看到,服务业就业比重lj 和产出比重δj 取决于服务业和工

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Asj、Anj。对劳动生产率Asj、Anj分别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可以得到:

∂lj/∂Asj ≤0⇔∂δj/∂Asj ≤0⇔αs≥1 (9)

∂lj/∂Anj ≥0⇔∂δj/∂Anj ≥0⇔αn ≥1 (10)

以上结果说明,两个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都会影响服务业比重,影响方向取决于参数αn、

αs 是否大于1。这一结论的经济含义体现了鲍莫尔病效应的经济机制。如果特定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提高,一方面,在供给侧意味着生产同样多产品,该产业使用的劳动投入会变少,因此,倾向于降低该

产业劳动的相对投入;另一方面,在需求侧意味着该产业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对该产业产品的相对

需求就会提高,因此,倾向于提高该产业劳动的相对投入。鲍莫尔病效应之所以存在,就是由于产品

之间的替代弹性较小,使得需求侧的影响小于供给侧的影响,于是特定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反而

会降低该产业比重。具体来说,产品替代弹性即产品相对价格变动一个百分点会导致其相对需求变

动几个百分点,这一弹性越小,则相对价格下降的产品也很难去替代其他产品,该产品的相对需求就

不会显著提高,因此,劳动生产率在需求侧的影响就会相对有限。
对应到本文模型中,式(6)就体现了劳动生产率提高所产生的这两个方向相反的影响。一方面,

在供给侧,特定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降低了该产业劳动的相对投入,这体现在劳动生产率Anj和Asj

在式(6)等号左边的影响:如果等号右边(即需求侧产品相对价格,见式(4))取值不变,等号左边劳动

生产率Anj或Asj提高,该产业所对应的劳动投入Lnj或Lsj就会下降。另一方面,在需求侧,特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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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提高降低了该产业产品的相对价格,提高了其相对需求,这体现在劳动生产率Anj和Asj

在式(6)等号右边的影响:如果等号左边其他变量取值不变,等号右边劳动生产率Anj或Asj提高,就
会使等号右边发生变化,该产业所对应的劳动投入Lnj或Lsj就会提高。

由式(6)可以看到,在需求侧劳动生产率Anj或Asj对劳动投入Lnj或Lsj的影响有多大,或者说式

(6)等号右边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对Lnj或Lsj的影响有多大,就取决于参数αn、αs。当参数αn 或αs 大

于1时,实际上就意味着该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虽然导致了产品之间相互替代,但表现为产品之间

的替代弹性小于1。这时劳动生产率提高在需求侧的影响就会小于在供给侧的影响,从而产生鲍莫

尔病效应。特别地,当αn=αs=α时,服务业和工农业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即为1/α,此时广义可加型

偏好就变为了常替代弹性偏好,α>1即意味着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小于1。
综合以上分析,当服务业和工农业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较小时,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导

致服务业比重下降,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导致服务业比重上升,反之亦然。本文分别称这两

个经济机制为服务业鲍莫尔病效应和工农业鲍莫尔病效应。

四、定量估计与模拟

(一)数据构造和参数估计

这一部分进行定量分析,所使用样本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样本包括

28个省级地区分产业的名义增加值、增加值指数和就业数据。由于西藏、新疆和青海数据缺失较

多,样本中未包括这3个省级地区①。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是1992-2018年,部分省级地区的部分

年代数据可能存在缺失。
根据名义增加值和增加值指数计算出每年的价格,将2015年的价格标准化为1,从而计算出每

一年经过标准化后的价格。之后,用当年的名义增加值除以当年经过标准化后的价格得到当年的实

际增加值。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实际增加值相加得到工农业的实际增加值,服务业的实际增加

值即为第三产业的实际增加值。利用实际增加值除以就业数量,就可以相应计算出服务业和工农业

的劳动生产率;利用名义增加值除以就业数量,就可以相应计算出服务业和工农业的名义工资,两者

之比即为劳动力市场摩擦因子。
图2给出了各省级地区在样本期内服务业和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对比,其中,虚线表

示45°线。可以看到,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基本在8%以上,很多地区都超过了10%;服务业劳

动生产率增速基本低于10%,多数地区都低于8%。所有省级地区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

度均快于服务业,相同的情况下,工农业鲍莫尔病效应的影响程度就可能大于服务业鲍莫尔病

效应。
为了估计模型中的消费偏好参数,将式(7)等号左右两边取自然对数,经过转化得到:

lnlj-ln(1-lj)+lnξj =1-αs

αs
[lnAsj +ln(1-lj)-lnξj+lnLj]

-1-αn

αs
[lnAnj +ln(1-lj)+lnLj]+1αs

ln μj

1-μj
(11)

上式中,等号左边、等号右边的lnAsj+ln(1-lj)-lnξj+lnLj 和lnAnj+ln(1-lj)+lnLj 均可由已

构造的劳动生产率、就业和产出数据直接计算得到,分别设定为y、x1、x2。最右边ln[μj/(1-μj)]/αs

为地区特征变量,记作uj。由此建立结构化估计方程:

—48—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区域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浙江省、河北省、福建省、上海

市、北京市、天津市、海南省10个省级地区;中部地区包括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安徽省、江西省、山西省6个省级

地区;西部地区包括四川省、陕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重庆市、云南省、贵州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

区9个省级地区;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黑龙江省、吉林省3个省级地区。



图2 各省级地区样本期内服务业和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对比

yj =γ0+γ1x1j+γ2x2j+uj+ε (12)

其中,变量ε为外生扰动项,γ为估计系数,且γ1=(1-αs)/αs,γ2=-(1-αn)/αs。使用面板回归

模型估计γ1、γ2,就能以此计算参数αn、αs①。
表1给出了估计结果。其中,分别进行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并且剔除了东北地区进行

了稳健性检验。可以看到,x1、x2 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并且表中四列的估计系数大小

非常接近,说明回归结果具有很高的稳健性。

表1 理论模型的结构化方程估计结果

全部省级地区 除去东北地区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x1
-0.684***
(0.000)

-0.679***
(0.000)

-0.616***
(0.000)

-0.612***
(0.000)

x2
0.796***
(0.000)

0.788***
(0.000)

0.731***
(0.000)

0.725***
(0.000)

常数项 -1.207***
(0.000)

-1.181***
(0.000)

-1.239***
(0.000)

-1.208***
(0.000)

样本数 729 729 651 651

  注:括号中为P值,*、**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下同。

利用表1的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得到模型参数αn、αs,表2给出了计算结果。可以看到,四列中

αn、αs 的估计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大小也相差不大,并且αs 的估计值均小于αn,说明了估计结

果的稳健性较高。αn、αs 的估计值均大于1,意味着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服务业比重,工农业劳

动生产率提高了服务业比重,即存在服务业鲍莫尔病效应和工农业鲍莫尔病效应。下文数值模拟选

用对全部省级地区作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即αn、αs 分别取值3.518和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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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式(12)进行结构化估计,隐含的假设是所有省级地区的需求偏好相同。虽然设定每个地区偏好存在差异有

助于更好的拟合数据,但是由于偏好的差别会改变劳动生产率影响结构转型的方向和程度,此时模拟出的劳动生产

率影响的差异性既可能来自于劳动生产率本身的差异,也可能来自偏好的差异。因此,许多文献即使比较研究不同

国家的结构转型过程,也设定偏好是完全相同的,本文的建模和数据分析方法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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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理论模型的消费偏好参数估计结果

全部省级地区 除去东北地区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αs
3.163***
(0.000)

3.115***
(0.000)

2.602***
(0.000)

2.581***
(0.000)

αn
3.518***
(0.000)

3.456***
(0.000)

2.903***
(0.000)

2.871***
(0.000)

将每个省级地区的第一年视为初始年份,根据式(6)使用初始年份的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数据,可
以计算得到每个省级地区的特征变量μj。也就是说,校准每个省级地区的参数μj,使得第一年模型

计算的服务业比重与现实数据相符。
(二)基准模型

基于每个省级地区的工农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市场摩擦因子,在以上模型参数取

值下,可以根据式(7)(8)分别模拟计算得到基准模型中的服务业就业比重和产出比重。
整体上看,基准模拟较好地拟合了各省级地区服务业比重。首先,为了检验基准模型的拟合度,

把服务业就业比重和产出比重分别对其对应的模型模拟值进行线性回归。表3汇报了回归结果。
可以看到,模型模拟值的回归系数基本接近于1,并且R2 较高,说明模型较好的拟合了服务业比重

的数据。并且,不包含常数项时的回归的拟合度更高,说明数据和模型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系统性差

距。此外,服务业就业比重的模型模拟值和数据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934,产出比重的相关系数

略低,但也达到了0.850,也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表3 模型拟合度的回归结果

指标
服务业就业比重 服务业产出比重

包含常数项 不包含常数项 包含常数项 不包含常数项

回归系数 0.956***
(0.000)

1.046***
(0.000)

0.938***
(0.000)

0.956***
(0.000)

R2 0.873 0.985 0.723 0.987

其次,根据模型和数据分别计算各个省级地区在样本期内服务业就业比重和产出比重的增幅,
比较二者之间的差别。图3对比了基准模型和现实数据中的服务业比重增幅,其中,虚线为45°线。
图中的点越接近虚线,说明该省级地区的模型预测值和现实数据的差别越小,拟合程度越高。可以

看到,大部分省级地区的点都分布在45°线附近,说明基准模型对服务业比重增幅的预测值较为接近

现实数据,能够较好拟合服务业比重的增长趋势。当然,多数省级地区的服务业比重增幅的模型模

拟值低于现实数据,说明存在模型之外的因素也推动着服务业比重上升,但这一偏差仍然处在合理

范围内。图中北京市距离45°线较远,说明模型之外的因素对服务业比重上升的影响在北京市是最

大的,这些因素可能包括北京市的首都定位和环保政策对工业发展的限制,使北京市的服务业比重

达到所有省级地区中的最高水平。
具体到各个省级地区,图4和图5分别画出了东部省级地区服务业就业比重和产出比重的变化

过程。可以看到,多数地区服务业就业比重和产出比重的模型值曲线与数据值曲线较为接近,且变

化趋势非常一致,模型预测值与实际数据的差距较小,说明模型能够较好再现出服务业比重的上升

趋势。表4汇报了相关定量结果。以此计算,可知服务业就业比重增幅的模型预测值与实际上升值

的比例在0.597~1.169之间,平均为0.829;对于产出比重增幅,这一比例在0.477~1.517之间,平
均为0.806。其中,模型在广东省、天津市和海南省的拟合效果最好。1992-2018年这三个省级地

区服务业就业比重分别上升16.2、31.1和26.6个百分点,而现实数据分别为17.8、29.6和27.2个

百分点;服务业产出比重分别上升17.1、24.3和7.5个百分点,而现实数据分别为18.7、22.8和8.2
个百分点,模型和数据之间的差别均在2个百分点以内。模型在北京市和上海市的拟合效果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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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服务业就业变化的拟合结果

1992-2018年的北京市和1999-2017年的上海市,服务业就业比重分别上升了22.7个和14.8个

百分点,而现实数据分别为38.0个和23.4个百分点;服务业产出比重分别上升了24.2个和10.1
个百分点,而现实数据分别为38.7个和18.3个百分点。模型中多数省级地区的服务业比重增幅与

数据的差距都在合理范围内,10个省级地区中有5个省级地区二者差距在5个百分点以内,有3个

省级地区在5~8个百分点之间。

图4 东部各省级地区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动态变化

注:图中横轴为年份,纵轴为比重。下同。

图6和图7分别画出了中部和东北各省级地区服务业就业比重和产出比重的变化过程。可以

看到,多数地区模型也能够较好地再现服务业比重的上升趋势。表5汇报了相关定量结果。以此计

算,可知服务业就业比重增幅的模型预测值与实际上升值的比例在0.383~0.968之间,平均为

0.729;对于产出比重增幅,这一比例在0.350~0.951之间,平均为0.678。其中,模型在河南省和江

西省的拟合效果最好,1992-2018年这两个省级地区服务业就业比重分别上升17.9个和24.3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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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而现实数据分别为19.0个和25.1个百分点;服务业产出比重分别上升16.3个和16.4个百分

点,而现实数据分别为17.5个和17.3个百分点,模型和数据之间的差别均在1个百分点左右。模型在

黑龙江省、湖南省和山西省的拟合效果最差。1993-2018年的黑龙江省、1992-2018年的湖南省和

1999-2017年的山西省,服务业就业比重分别上升了7.5、16.5和12.0个百分点,而现实数据分别为

19.4、24.7和19.9个百分点;服务业产出比重分别上升了6.6、11.1和6.9个百分点,而现实数据分别为

18.8、20.2和15.1个百分点。模型中多数省级地区的服务业比重增幅与数据的差距都在合理范围内,9个

省级地区中有3个省级地区二者差距在5个百分点以内,有3个省级地区在5~8个百分点之间。

图5 东部各省级地区服务业产出比重的动态变化

表4 东部各省级地区服务业比重变化及鲍莫尔病效应(%)

省级地区

年份
比重

服务业增幅 鲍莫尔病效应

数据 模型 服务业 工农业

广东

1992-2018年

就业比重 17.8 16.2 -25.4 28.7
产出比重 18.7 17.1 -23.1 36.8

江苏

1992-2018年

就业比重 24.7 17.7 -31.9 28.7
产出比重 21.2 13.7 -30.9 35.4

山东

1992-2018年

就业比重 23.0 16.5 -25.9 24.5
产出比重 21.1 13.8 -25.9 34.0

浙江

1992-2018年

就业比重 25.4 19.3 -27.1 29.8
产出比重 19.6 13.3 -26.0 35.9

河北

1992-2017年

就业比重 17.9 13.6 -22.4 27.2
产出比重 9.2 4.4 -16.5 39.6

福建

1992-2018年

就业比重 22.0 25.8 -23.2 35.8
产出比重 7.2 11.0 -23.0 36.5

上海

1999-2017年

就业比重 23.4 14.8 -13.3 26.0
产出比重 18.3 10.1 -12.6 26.3

北京

1992-2018年

就业比重 38.0 22.7 -17.6 43.7
产出比重 38.7 24.2 -16.7 44.1

天津

1992-2018年

就业比重 29.6 31.1 -20.7 48.5
产出比重 22.8 24.3 -21.9 47.0

海南

1992-2018年

就业比重 27.2 26.6 -17.4 33.0
产出比重 8.2 7.5 -16.0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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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中部和东北各省级地区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动态变化

图7 中部和东北各省级地区服务业产出比重的动态变化

表5 中部和东北各省级地区服务业比重变化及鲍莫尔病效应(%)

省级地区

年份
比重

服务业增幅 鲍莫尔病效应

数据 模型 服务业 工农业

河南

1992-2018年

就业比重 19.0 17.9 -23.1 25.8

产出比重 17.5 16.3 -22.8 34.3

湖北

1992-2018年

就业比重 23.4 16.3 -30.2 28.7

产出比重 18.4 11.1 -29.5 33.4

湖南

1992-2018年

就业比重 24.7 16.5 -26.7 24.6

产出比重 20.2 11.1 -26.6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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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省级地区

年份
比重

服务业增幅 鲍莫尔病效应

数据 模型 服务业 工农业

安徽

1995-2018年

就业比重 18.9 13.5 -18.7 30.8

产出比重 19.5 13.8 -16.4 38.7

辽宁

1992-2018年

就业比重 19.0 15.4 -27.3 31.0

产出比重 16.5 12.9 -25.8 35.6

江西

1992-2018年

就业比重 25.1 24.3 -20.8 30.6

产出比重 17.3 16.4 -20.4 35.7

黑龙江

1993-2018年

就业比重 19.4 7.5 -27.1 23.0

产出比重 18.8 6.6 -27.2 25.0

吉林

1992-2018年

就业比重 22.8 17.7 -28.8 33.0

产出比重 23.2 18.0 -27.4 37.7

山西

1999-2017年

就业比重 19.9 12.0 -19.7 33.4

产出比重 15.1 6.9 -27.3 29.9

图8和图9分别画出了西部各省级地区服务业就业比重和产出比重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到,在
多数省级地区,模型也能够较好地再现服务业比重的上升趋势。表6汇报了相关定量结果。以此计

算,可知服务业就业比重增幅的模型预测值与实际上升值的比例在0.278~1.297之间,平均为

0.729;对于产出比重增幅,这一比例在0.209~1.629之间,平均为0.708。其中,模型在陕西省的拟

合效果最好,1992-2018年陕西省服务业就业比重和产出比重分别上升24.7个和11.4个百分点,
而现实数据为24.4个和11.1个百分点,模型和数据之间的差别在1个百分点以内。模型在甘肃

省、贵州省和云南省的拟合效果最差。1992-2018年这三个省级地区服务业就业比重分别上升了

4.2、5.5和17.5个百分点,而现实数据分别为15.1、15.9和26.8个百分点;服务业产出比重分别上

升了3.8、3.9和8.3个百分点,而现实数据分别为18.3、18.1和18.8个百分点。模型中多数省级

地区的服务业比重增幅与数据的差距都在合理范围内,9个省级地区中有4个省级地区二者差距在

5个百分点以内,有2个省级地区在5~8个百分点左右。

图8 西部各省级地区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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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西部各省级地区服务业产出比重的动态变化

表6 西部各省级地区服务业比重变化及鲍莫尔病效应(%)

省级地区

年份
比重

服务业增幅 鲍莫尔病效应

数据 模型 服务业 工农业

四川

1992-2018年

就业比重 21.8 14.2 -29.2 24.1

产出比重 20.6 12.1 -28.9 33.8

陕西

1992-2018年

就业比重 24.4 24.7 -27.4 34.2

产出比重 11.1 11.4 -26.7 37.2

广西

1995-2018年

就业比重 11.6 8.4 -23.5 22.1

产出比重 16.6 12.8 -23.4 29.8

内蒙古

1992-2018年

就业比重 17.1 12.6 -35.3 29.4

产出比重 16.2 11.4 -33.3 35.9

重庆

1992-2018年

就业比重 30.9 26.6 -27.9 36.1

产出比重 19.9 15.5 -26.8 40.0

云南

1992-2018年

就业比重 26.8 17.5 -18.0 21.5

产出比重 18.8 8.3 -19.2 30.5

贵州

1992-2018年

就业比重 15.9 5.5 -26.8 13.7

产出比重 18.1 3.9 -31.9 24.3

甘肃

1992-2018年

就业比重 15.1 4.2 -28.7 15.0

产出比重 18.3 3.8 -31.8 28.2

宁夏

1995-2017年

就业比重 20.2 26.2 -14.8 32.0

产出比重 9.7 15.7 -14.3 34.6

综上所述,模型较好再现了大部分省级地区服务业上升趋势,增幅与现实数据的差距在5个百

分点以内的地区占比超过了四成,只有5个省级地区模型与数据的差距超过10个百分点。模型在

东部地区的拟合效果最好,在西部地区的拟合效果最差,但均在可接受的合理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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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事实模拟

为了评估服务业和工农业鲍莫尔病效应的影响,可以采用反事实数值模拟方法进行估计,即分

别将每个省级地区服务业或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固定在初始年份取值,重新计算服务业就业比重和产

出比重。此时与基准模型中服务业比重的差别就可以反映出服务业鲍莫尔病效应或工农业鲍莫尔

病效应的影响。图3~图8和表4~表6也汇报了所有反事实模拟结果。
整体上看,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不变时,所有省级地区服务业就业比重和产出比重都更快地上

升,上升幅度均高于基准模型;在工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变时,服务业就业比重和产出比重均相对基准

模型大幅下降。这意味着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把服务业比重降低到了基准模型水平,工农业劳动

生产率增长把服务业比重提高到了基准模型水平。因此,服务业鲍莫尔病效应和工农业鲍莫尔病效

应是显著存在的。根据估计结果,服务业和工农业两个产业部门的产品替代弹性较低,每个产业部

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在需求侧降低其产品相对价格、从而提高该产业产品相对需求的影响效应较弱,
而相对而言在供给侧降低每单位产品的劳动投入、从而降低该产业就业比重的影响效应较强,因而

劳动生产率在供给侧的影响强于在需求侧的影响。
服务业和工农业鲍莫尔病效应在定量上均非常显著。所有省级地区在其样本期内,服务业鲍莫尔

病效应的影响基本在15个百分点以上,超过一半的地区影响超过了25个百分点;工农业鲍莫尔病效应

的影响基本在20个百分点以上,有23个地区在服务业就业比重或产出比重上的影响至少超过了30个

百分点。并且平均而言,工农业鲍莫尔病效应强于服务业鲍莫尔病效应的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参数

αn 高于αs 取值,导致即使增长速度相同,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也会大于服务业;另一方面是由于工

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快于服务业,导致即使参数αn 与αs 相等,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也会更大。
具体到各省级地区,根据表4,东部地区服务业鲍莫尔病效应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负向影响在

13.3~31.9个百分点之间,在上海市影响最小,在江苏省影响最大;对服务业产出比重的负向影响

在12.6~30.9个百分点之间,也是在上海市影响最小,在江苏省影响最大。对服务业就业或产出比

重的负向影响超过25个百分点的省级地区有4个,低于25个百分点的省级地区有7个。东部地区

工农业鲍莫尔病效应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正向影响在24.5~48.5个百分点之间,在山东省影响最

小,在天津市影响最大;对服务业产出比重的正向影响在26.3~47.0个百分点之间,在上海市影响

最小,在天津市影响最大。对服务业就业或产出比重的正向影响超过35个百分点的省级地区有8
个,低于25个百分点的省级地区只有1个。工农业鲍莫尔病效应对服务业就业比重影响的绝对值

超过服务业鲍莫尔病效应的省级地区达到了8个;所有10个省级地区工农业鲍莫尔病效应均超过

了服务业鲍莫尔病效应。
根据表5,中部和东北地区服务业鲍莫尔病效应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负向影响在18.7~30.2个

百分点之间,在安徽省影响最小,在湖北省影响最大;对服务业产出比重的负向影响在16.4~29.5
个百分点之间,也是在安徽省影响最小,在湖北省影响最大。对服务业就业或产出比重的负向影响

超过25个百分点的省级地区有6个,低于25个百分点的省级地区有4个。中部和东北地区工农业

鲍莫尔病效应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正向影响在23.0~33.4个百分点之间,在黑龙江省影响最小,在
山西省影响最大;对服务业产出比重的正向影响在25.0~38.7个百分点之间,在黑龙江省影响最

小,在安徽省影响最大。对服务业就业或产出比重的正向影响超过35个百分点的省级地区有4个,
低于25个百分点的省级地区有2个。工农业鲍莫尔病效应对服务业就业比重影响的绝对值超过服

务业鲍莫尔病效应的省级地区达到了6个;工农业鲍莫尔病效应对服务业产出比重影响的绝对值更

大的省级地区达到了8个。
根据表6,西部地区服务业鲍莫尔病效应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负向影响在14.8~35.3个百分点之

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影响最小,在内蒙古自治区影响最大;对服务业产出比重的负向影响在14.3~
33.3个百分点之间,也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影响最小,在内蒙古自治区影响最大。对服务业就业或

产出比重的负向影响超过25个百分点的省级地区有6个,低于25个百分点的省级地区有3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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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东北地区工农业鲍莫尔病效应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正向影响在13.7~36.1个百分点之间,在
贵州省影响最小,在重庆市影响最大;对服务业产出比重的正向影响在24.3~40.0个百分点之间,
也是在贵州省影响最小,在重庆市影响最大。对服务业就业或产出比重的正向影响超过35个百分

点的省级地区有3个,低于25个百分点的省级地区有5个。工农业鲍莫尔病效应对服务业就业比

重影响的绝对值超过服务业鲍莫尔病效应的省级地区有3个;工农业鲍莫尔病效应对服务业产出比

重影响的绝对值更大的省级地区达到了7个。
综上所述,工农业鲍莫尔病效应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服务业鲍莫尔病效应降低服务业比重的影响

均非常显著。从影响程度上看,工农业鲍莫尔病效应的影响普遍高于服务业鲍莫尔病效应,并且存

在区域性差异,平均而言从东部地区、中部和东北地区,再到西部地区,工农业鲍莫尔病的影响逐渐

减弱,服务业鲍莫尔病的影响逐渐增强。
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差异性导致的。如图2所示,所有省级地区工农业劳

动生产率增长均快于服务业,这会使得相同的情况下工农业鲍莫尔病效应的影响程度大于服务业鲍

莫尔病效应。此外,两个产业部门劳动增长率的增速差别也决定了两个鲍莫尔病效应在同一地区影

响的相对强弱。由图2的数据计算,平均而言,样本期内东部各省级地区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

速比服务业高3.54个百分点,而在中部和东北与西部这一差距分别缩小到2.89个和2.88个百分

点。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与服务业之差在3个百分点以内的省级地区,东部地区仅有1个,
而中部和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分别达到了5个;二者之差在2个百分点以内的省级地区,中部和东

北地区有2个,西部地区达到了4个,而东部地区均在2个百分点以上。平均而言从东部地区、中部

和东北地区,再到西部地区,工农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差别逐渐收缩,也就是说,区域之

间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差距大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差距,因此,工农业鲍莫尔病的影响

逐渐减弱,服务业鲍莫尔病的影响相对就会增强。

五、结论与政策讨论

本文研究了劳动生产率对中国区域结构转型的影响。利用一个基于广义可加型偏好的多部门

多地区一般均衡模型,本文将服务业比重变化分解为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服务业比重扩大的

工农业鲍莫尔病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服务业比重缩小的服务业鲍莫尔病。使用省级数据

进行的定量估计和数值模拟,发现工农业鲍莫尔病和服务业鲍莫尔病的影响均非常显著,且影响程

度存在区域性差异,从东部地区、中部和东北地区,再到西部地区,工农业鲍莫尔病的影响逐渐减弱,
服务业鲍莫尔病的影响逐渐增强。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为丰富的政策含义。首先,加快发展服务业不仅是服务业本身的问题,与农业

现代化和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完全一致的。本文的定量研究表明,由于工农业产品和服务业产品替代弹性

较低,工农业部门存在显著的鲍莫尔病效应,意味着提高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反而有助于发展服务业。为了

提高工农业劳动生产率,一是要加快资本深化速度,引导投资转向现代农业和先进制造业;二是要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三是要培养专业性人才,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
其次,加快发展服务业应当因地制宜,考虑到区域的差异性特征。本文的定量研究表明,工农业

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对结构转型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服务业比重提高得益

于工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升,因此,政策的重点应当是继续保持工农业部门的资本深化和技术进

步速度,通过加快工农业部门内部的结构转型升级催生更多的产业增长点。在中西部地区服务业比

重提高过程中,工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相对较低,因此,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是中西部

地区发展服务业的一个短板,政策的重点是集中发展农业和工业中具有比较优势的部分行业,同时

承接东部地区发展相对成熟的制造业产业。
如果有长期的省市之间的贸易数据,还可以采用更复杂形式的效用函数来刻画对不同地区不同

产业的产品需求,这会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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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Productivity,BaumolsDiseaseEffectsandTransformationofRegionalStructure

GUOKaiming HANGJing XUYanan
(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China)

  Abstract: AsalientfeatureofChinasstructuraltransformationisthelaggedandunbalanceddevelopmentofthe
serviceindustry.Thispaperbuildsamulti-sectorandmulti-regiongeneralequilibriummodelwithgeneraladdlogpref-
erencetoquantifytheeffectoflaborproductivitygrowthonChinasregionalstructuraltransformation.Weshowthat
thechangesintheshareofservicescanbedecomposedintotheBaumoldiseaseeffectofthegoodssectorthatincreases
theshareofservicesduetothelaborproductivitygrowth,andtheBaumoldiseaseeffectoftheservicessectorthatde-
creasestheshareofservicesresultingfromthelaborproductivitygrowth.Thedevelopmentoftheserviceindustryis
theresultofthedifferencebetweenthesetwodiverseeffects.OnthebasisoftheparametersestimatedfromChinas

province-leveldata,thecalibrationsofourmodelcaptureswellthetrendsoftheriseoftheserviceindustryacrossre-

gions.CounterfactualexperimentsshowthattheinfluencesofthesetwoBaumoldiseaseeffectssignificantlydiffer
acrossregions.Fromtheeasterntomiddleregion,andthenfromthenortheasttowesternregion,theBaumoldisease
effectofthegoodssectorreinforcesandtheBaumoldiseaseeffectoftheservicesectorweakens.Basedonthethese
findings,wediscussthepolicyimplicationsabouthowChinapushesstructuraltransformation,reducesthedevelop-
mentgapacrossregions,andachieveshigh-qualitydevelopmentbyrapidlyincreasingtheshareoftheserviceindustry.

Keywords:StructuralTransformation;BaumolsDisease;ServiceIndustry;Labor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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